
“四书”是四部儒家经典的合

称。四书五经，是重要的儒家经典

著作，西汉之后学五经，南宋之后

学四书。南宋理学家朱熹将 《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 合在

一起进行注解，称其为四书，“四

书”之名始立。义利之辨，是指中

国古代关于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关

系问题的争辩，与传统社会个体的

自我修养及国家治理密切相关。

《四书》 对义利之辨有丰富的理论

阐释，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义利

观。孔子在《论语》中第一次论及

义利关系时，就鲜明地提出了“君

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点，

孟子更是从多个角度来详细阐释义

利关系。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内涵极

为丰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

和深远的时代价值。

强调个人修养

准确理解《四书》中的义利主

张，可以从朱熹的相关解释谈起。

朱熹所著 《四书章句集注》，是

《四书》 影响力最大的注本之一。

朱熹对“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

利”的解释是“义者，天理之所

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

把“义”理解为天理，把“利”

理解为人欲，显然是源于他自己

的理学思想中“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朱熹认为，在孔子的思想

中，人情欲望对于个人修养起负面

作用。

那么，先秦儒家是否真的批判

否定人的欲望？尽管朱熹是儒学集

大 成 者 、 理 学 大 家 ， 但 他 关 于

“义”“利”的解读始终受到后世学

者的质疑。在《四书》中，孔子肯

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

道得之，不处也”。显然孔子并不

反对人的致富欲，只是不赞成用不

正当的手段获得财富。先秦儒家重

视人的情感欲望，认为正是因为欲

望，个人才能和他人相互感通，仁

道才因此而重要。“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如果没有“欲”， 就没

有理解他人的可能性。可见，人情

欲望的存在是被孔子肯定的。

不同于朱熹完全否定“欲”的

主张，先秦儒家所批判的“利”是

“私利”，而不是人所有的欲望。

“私利”意味着只考虑自己的欲望

而不顾他人；“义”也应该建立在

人情的基础上，但“义”人不是单

单虑及自己，而是重在为公。先秦

儒家的“义利之辨”指出，如果每

个人只顾 （私） 利，那么人与人之

间就会发生争斗。

孟子正是在这个角度上理解孔

子的“义利之辨”的。《孟子》 开

篇就强调：“苟为后义而先利，不

夺不餍。”如果以利为先，人眼里

没有他人的利益，那争夺就不会停

止。正是出于这种思虑，儒家提倡

了“礼让为国”。因此，在伦理关

系中能做到以对方为重、在政治事

务中能做到以公益为重的人物，会

受到儒家的敬重。孔子在臧否古今

人物时，高度称赞吴太伯、伯夷、

叔齐等以“让”德著称的人。他

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对

于君子而言，财产之类的利益，应

该是他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对于

小人而言，他们放弃了个人修为，

一生忙忙碌碌只为了追求财富，而

忘记了自己人生的意义。正如《大

学》中所说“仁者以财发身，不仁

者以身发财”。可见，先秦儒家强

调“公”和“私”的区别。先秦儒

家认为，只有超脱个人得失，做到

心中有他人，以天下为重，才能走

向“义”的境界。

主张民本仁政

君子以义为先，并不意味着先

秦儒家完全否定“利”的意义。

“君子”和“小人”在先秦有着两

种含义：一种是指人品行修养的不

同，君子是有德之人，小人是无德

之人；另一种隐含政治地位的区

别，君子是有社会地位和身份的

人，小人指普通百姓。因此，先秦

儒家对于义利关系的讨论不仅局限

于个人修养，而且上升到政治层

面，探讨如何能够平衡“义”和

“利”的矛盾，进而实现善治。义

利观与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仁政和民

本思想紧密相关。儒家主张，不能

简单用道德说教方法来统治，还需

要满足老百姓对“利”的需求，这

是仁政的前提。

在先秦儒家看来，对于有修养

的人来说，仁义就像日常需要那样

不可或缺，《论语》 中主张喜爱仁

义就应该像喜爱美食那样自然。但

是，这只能是对于君子而言。而普

通百姓在面对利益时，可能难以严

守道德标准。遇到此种情形，儒家

反对严刑峻法，主张民本政治，强

调反思为政之道。孟子说，“及陷

于 罪 ， 然 后 从 而 刑 之 ， 是 罔 民

也”。在 《论语》 中，曾子提到，

当法官 （士师） 遇到老百姓犯罪的

情况，即使坐实了其罪行，也应该

考虑为政者的过失：“上失其道，

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

喜。”孟子主张不可只惩罚罪恶行

为，而不去考虑背后百姓生计的困

难：“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

也？”仁政并不是简单的道德说

教，而应重视百姓的日常生活。

《中庸》中强调：“道不远人。人之

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而仁

政的第一步，首先要解决老百姓急

迫的温饱问题。就如《孟子》中所

说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

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

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老百姓

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方

可通过礼乐教育来提高民众的道德

修养。《管子》也言：“仓廪实则知

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显然，

顺序不可颠倒，否则，一切礼乐教

化都无法发生作用。同时，统治者

也应该以百姓之利为利，而不是谋

求自身财富的聚敛。在战国时期，

各国君主出于战争需要，强迫百姓

开垦荒地。儒家对这种现象深恶痛

绝，因此提出了“以义为利”，《大

学》 中指出，“百乘之家不畜聚敛

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

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也”。

《四书》 对“义利之辨”的解

释体现了儒家义利观的丰富内涵。

其“义利之辨”既有对个人修养方

面的强调，又有其民本仁政的意

义。对于个人修养来说，“义利之

辨”的意义在于强调“公心”对

“私心”的超越。要想成为一名君

子，应该做到“仁以为己任”；对

于为政治理而言，统治者不能简单

说教，而应以满足百姓物质需求为

要，必须做到义利兼顾。《四书》

中的义利观体现了儒家中庸之道的

修身和处世哲学，展现了儒家先哲

的风骨和智慧，2000多年来，深深

影响了中国人的人生志趣、价值选

择以及安身立命之道，值得后世不

断研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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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

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首 《自

题金山画像》 是苏轼去世 2 个月前在真州

游金山龙游寺时所作，可谓是作者回首往

事，对自己人生功业的一个总结。作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 （字子瞻，号

东坡居士），才华横溢、青史有名，但其

仕宦生涯却十分坎坷，屡遭贬谪。海南儋

州是苏轼仕途中最后一个谪居地，此地远

离中原、孤悬海外，而被贬之时，苏轼已

过耳顺之年，年事已高。按说儋州本应是

他人生凄凉地，但他却把这里视作自己建

功立业的重要地方，待他 3 年后离开海南

时，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

冠平生”的诗句。

宋哲宗绍圣四年 （1097 年），苏轼被

贬至琼州昌化军 （今海南省儋州市） 安

置。海南岛自隋代方始设郡，至宋代时还

是一片蛮荒之地。远离京城，“鸟飞犹是

半年程”；自然条件艰苦，“天气卑湿，地

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当时被贬至海南

的官员大多心灰意冷。初到海南，苏轼

“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

无炭，夏无寒泉”，但他毫不畏惧艰难的

处境，以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与海南百姓

交往并有所作为。他帮助疗救百姓疾病，

带领百姓弃旧习、务农桑，开辟学府、讲

学明道，在海南的文化发展史上书写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苏轼在海南，依然受到朝廷权臣的压

制。他虽官任琼州别驾 （知州的佐官），

但朝廷对他下了不得食官粮、不得住官

舍、不得签书公事三条禁令。苏轼本可不

理政务，清闲度日，但他始终关注民生疾

苦。苏轼居儋耳，发现当地百姓习于取咸

滩积水而饮，以致常年患病。于是，他力

劝大家改变这种习俗，并带领百姓勘察水

脉，挖了一口地下井，取井水饮用。远近

百姓纷纷效仿，改变了直接饮用沟渠积水

的习惯，疾病大为减少。

当时海南流行一种传染病——疟疾，

百姓缺医少药，只得转而求助于巫术。苏

轼曾在 《书柳子厚牛赋后》 中描述此情

景：“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富者至杀

十数牛。死者不复云，幸而不死，即归德

于巫。以巫为医，以牛为药”。苏轼一面

亲自到乡野采摘草药，一面托人从广州太

守王敏仲那里要来黑豆，制成辛凉解毒的

药物——淡豆豉，用药食两用之法为民祛

病，疗效甚好。后来，当地百姓广泛种植

黑豆，配以草药，终于治好了疟疾。

由于当时海南交通闭塞，仅有少量船

只与内陆中原地区相通，因此与中原文明

几近隔绝，大多数地方还在“刀耕火

种”。当地百姓主要以狩猎为生，经常食

不果腹，而土地却大量荒芜。苏轼创作了

诗歌 《和陶劝农六首》，劝说百姓改变

“不麦不稷”“朝射夜逐”的落后生活方

式，阐释“春无遗勤，秋有厚冀”的农耕

之理，鼓励百姓“云举雨决，妇姑毕

至”，并带领百姓改进农具，开垦荒地，

教之以种植水稻等农作物之术，改善了当

地百姓吃不饱饭的状况。

由于与中原地带长期隔绝，海南文化

发展相对迟滞。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整

个海南从无一人考中举人或进士。宋哲宗

绍圣五年 （1098 年），苏轼始于儋州的载

酒堂内讲学，传授儒家诗书礼义之道，使

“蛮荒之地”的海南渐渐出现“书声琅

琅、弦声四起”的文化景况，“乡人多受

其惠”。由于苏轼是蜀州人 （今属四川

省），因此讲学所持为蜀地之语，此种语

言，较当时海南地方口音更易让人听懂。

因此，苏轼的讲学，也使得海南与内陆地

区的语言文化交流变得更加顺畅。时至今

日，儋州地区的口音较海南其他地区都略

有不同，其尾调颇似四川口音，儋州人形

象地称之为“东坡话”。

在苏轼的学生中，姜唐佐是颇有才华

者。姜唐佐上广州应考时，苏轼赋诗“沧

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对其

极尽勉励之词。待苏轼北归中原后的第三

年，姜唐佐考中举人，成为海南的第一位

举人。不久，学生符确考中进士，成为海

南的首位进士。之后，海南人才辈出，至

清光绪年间 （1906 年） 科举考试废除时，

共出举人 767 名、进士 97 名。其中，苏轼

被贬谪的儋州地区，受苏轼讲学教益最

深，考取功名的人数比海南其他地方的人

数都要多。海南第一位进士是 1109年及第

的符确，最后一位进士是 1889年及第的王

云清，虽相距近 800 年，却均为儋州人，

因此有“进士首儋尾亦儋”之说。明代海

南进士唐胄编撰的《重建儋州学记》中记

载：“琼之有士始于儋，琼之士亦莫盛乎

儋”，真实再现了海南儋州当时鼎盛的学

风。清代戴肇辰等学者撰 《琼台纪事

录》，其中谈道：“宋苏文忠公之谪儋耳，

讲学明道，教化日兴，琼州人文之盛，实

自公启之。”

海南三年，苏轼倾心著书立说，续写

完成了 《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

说》 3 部经学著作，撰写文章 160 余篇，

创作诗歌 170 余首。苏轼在海南的作品流

传至中原后，成为中原人士了解海南风土

人情的一个窗口，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赞

曰：“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

明，如清风自外来也。”受苏轼的影响，

今天的儋州人依然喜欢吟诗作对，不仅有

许多民间诗社，就连儋州的山歌都酷似格

律诗。儋州文化的兴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评价，2002 年，儋州先后荣获“全国

诗词之乡”“中国楹联之乡”的荣誉称

号；2021 年，儋州荣获“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的荣誉称号。

宋哲宗元符三年 （1100 年） 6 月，苏

轼接到大赦的诏令，北返中原。启程时，

前来送行的百姓和学生络绎不绝。他在

《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写道：“我本海

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

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

再见，欲去且少留。”

苏轼北返中原后，他的学生中有很多

人继续讲学，教化乡里，海南岛也因此人

才辈出。明朝时期的海南人薛远，考取进

士后从政，官至户部尚书、兵部尚书，成

为海南第一位尚书郎；清朝时期的海南人

黄河清，考取进士后，回到海南设馆执

教，每年授徒百余人，成为一方名师……

苏轼被贬至儋州，后人素有“东坡不

幸海南幸”之说。时至今日，海南人民一

直对苏轼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海南流传至

今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田、东坡路、

东坡桥、东坡帽、东坡墨、东坡话等等带

有历史印记的文化符号，无不表达了人们

对他的眷恋和感激。

中华文明有采风记俗的悠久

传统，这种传统孕育着强烈的历

史意识和理想追求。作为中华民

族传统节日，端午节自诞生起便

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载体之

一 ， 具 有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和 感

染力。

和端午节相联的，不仅仅是

花草和粽子，它还与一位伟大的

诗人密切相关，使这个古老节日

具有更深的气蕴，确切地说，应

该 是 诗 的 韵 味 。 端 午 节 的 别 名

中，有“诗人节”和“屈原日”，

或许是这个传统节日真正的意蕴。

诗词歌赋是中国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抒发情感

的丰富表达方式。历代文化名人

吟咏端午、逸兴遣怀的诗文不知

凡几，而屈原是常见的主题。屈

原 是 中 国 历 史 上 伟 大 的 爱 国 诗

人 ， 他 的 诗 歌 《九 歌》《离 骚》

《天问》，表现出高尚的人格、气

节和爱国主义精神。诗品源自人

品，文心辉映诗心。人们想到端

午就会想到屈原，想到他充满浪

漫主义和爱国情怀的诗魂。唐代

诗人文秀有“节分端午自谁言，

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

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刘禹锡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

注”；李白作“屈平辞赋悬日月，

楚王台榭空山丘”；宋代张耒有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

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

在世间”；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有

“情知不向瓯江死，舟楫何劳吊屈

来”……这些诗词所抒发的浩然

民 族 正 气 、 忧 国 忧 民 的 家 国 情

怀、忠贞高洁的道德胸襟、悲天

悯 人 的 深 沉 情 感 ， 历 经 千 年 沧

桑，早已成为国人的文化底色。

天中节，是端午节的别称。

苏轼的词 《六幺令·天中节》，将

人生体验、生命思考、事物观察

凝聚到诗词之中，以其意象和才

思 击 中 人 心 ， 精 当 易 晓 ， 韵 味

悠长：

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

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

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

龙舟争渡，助威呐喊，凭吊

祭江诵君赋。

感叹怀王昏聩，悲戚秦吞楚。

异客垂涕淫淫，鬓白知几许？

朝夕新亭对泣，泪竭陵阳处。

汨罗江渚，湘累已逝，惟有

万千断肠句。

苏轼的词，犹如一幅笔墨灵

动的国画长卷，描绘出端午节的

风俗景象，门前挂艾草菖蒲，天

上飞纸鹞风筝，包粽子，喝雄黄

酒，赛龙舟，凭吊屈原。诗中的

“ 湘 累 ”， 是 指 屈 原 。“ 湘 累 已

逝”，惟使后世无限的哀思和祭

奠。此外，苏轼写端午的词还有

一首 《浣溪沙·端午》：“轻汗微

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

香 涨 腻 满 晴 川 。 彩 线 轻 缠 红 玉

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

一千年。”亦描绘了彼时端午的民

间习俗。

追思屈原，是大多数端午诗

歌的主题。因此，格调悲壮，诗

情沉郁，语近情遥，余音袅袅构

成了端午诗歌的风格，与咏诵其

他传统节日诗歌的喜庆欢乐大相

异趣。

端 午 节 还 有 “ 艾 草 节 ” 之

名，是因为端午风俗与草息息相

关 ， 写 草 叶 的 端 午 诗 歌 也 非 常

多。歌谣曰：“五月五，是端阳。

门插艾，香满堂。”蒲剑驱邪，艾

条芬芳，家家包角粽，缝香囊，

斗百草，沐兰香，避五毒，饮雄

黄。端午的气息，当然不仅仅是

粽子的香味。挂在门口的艾草菖

蒲散发着清香，喷洒的雄黄酒、

那些浸染着雄黄、艾草、茴香和

花香的彩色香袋，也在不同的角

落 氤 氲 着 淡 淡 的 清 香 。 民 间 诗

云：“端午时节草萋萋，野艾茸茸

淡着衣。无意争颜呈媚态，芳名

自有庶民知。”写艾草之香、端午

之情，那草在端午便被赋予了民

俗意义，也有了人文色彩。潮州

人有 《端午》 诗：“家家插艾望消

灾 ， 欲 食 粽 球 兴 满 怀 。” 可 见 ，

“吃粽插艾”这一民俗，弥漫着人

间烟火气。陆游的“盘中共解青

菰粽，衰甚犹簪艾一枝”“粽包分

两髻，艾束著危冠”，写艾写粽的

诗文之美透过千年风雨让人心生

喜乐温暖，包完粽子以后，头上

还插了艾草。这些小细节，让日

常的生活有了更多仪式感，也因

此让端午节增添了几多雅趣。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共享的时

间节点和文化传承。在这个历史

悠久节日里，既有“五月榴花妖

艳 烘 ， 绿 杨 带 雨 垂 垂 重 ” 的 景

致，又有“彩线轻缠红玉臂，小

符 斜 挂 绿 云 鬟 ” 的 风 情 ， 更 有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

留”的厚重，饱含家国情怀与民

俗趣味，持有诗性风范和艾草灵

性。在浓浓诗香中品味端午，能

够 激 活 历 史 传 统 、 唤 起 文 化 记

忆，塑造民族的精神气质，凝聚

深沉的民族情感。

《《 四 书四 书 》》中 的 义 利 观中 的 义 利 观
□□ 谢谢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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